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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青铜冶铸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是冶金手工业考古研究的基础 ，而加快考古资料的整理与

刊布，是整体推进冶金考古研究的深入发展的必然需求。 对商周青铜工业的研究既要注重青

铜器本身的表面观察及检测分析，要注重在青铜冶铸遗物的考察与研究，也要注重铸铜遗址

的功能与布局研究，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 新世纪以来，在各地陆续调查、发掘了

不少商周时期铸铜遗址，出土大量石范、陶范、矿石、炉渣、炉壁、金属块等冶铸遗物，为研究不

同地区青铜冶铸技术、 区域特征及其背后的文化和技术交流提供了科学资料。 2006 年初至

2007 年底，周公庙考古队在实施“大周原考古 ”课题计划的过程中 ，以 “详细调查 、重点勘探 、

针对性发掘”为思路，对陕西关中西部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多项重要的收

获，特别是周原李家、孔头沟和周公庙等西周铸铜作坊的发现与发掘尤为重要，研究西周时期

青铜工业面貌的宝贵资料。 《岐山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发掘简报》报告了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

的发掘资料，判定其应为贵族采邑铸铜作坊；年代为西周中期到西周晚期；生产器类多样，与

周原李家和洛阳北窑两处西周时期铸铜作坊产品构成内容、合金种类亦大体相同，或可表明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业内部没有更细致的分工。 其实，由于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和地域范围远远

大于铸铜遗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考古界关于青铜器的研究较多，关于青铜冶铸遗址的研究

相对薄弱，因此也亟需改变这种状况，期待本文的发表能为推动已有资料的整理及研究工作

做出一定贡献。

湖南冶金考古蓬勃发展，考古资料整理快速推进，科技检测较为系统完善，取得突破性收

获指日可待。 2018 年本专栏刊发的《湖南冶金考古主要收获：以铜、铁、锌为例》一文认为湖南

商周青铜器与中原关系密切，但不排除本地铸造或利用本地矿源的可能性；湘西是汉代南方

地区重要的钢铁冶铸中心；湘南为唐宋至明清时期多金属冶铸中心。 该文指出今后需加强青

铜器、铁器的铸造工艺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并建议在更深入系统地开展矿冶遗址调查的基础

上，选择重要遗址开展主动性发掘，以带动冶金考古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湖南桑植官田冶炼

遗址发掘简报及冶金分析研究》一文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完成的。 湖南楚汉时期出土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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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器产品， 并在张家界市桑植县发现了长江以南惟一的一处汉代铸铁作坊，2015 年又在桑

植县澧源镇朱家坪村发掘了官田冶铁作坊 ，进一步揭示出此地铁矿开采 、冶炼 、铸造的生产

链。 该报告通过官田冶炼遗址出土资料的分析，证明这是一处东汉到三国时期与冶炼有关的

遗址，铁器大部分为铸铁脱碳钢，也有少量生铁及炒钢制品，具备了生铁制铁作坊基本的生产

环节。 官田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地区的生铁冶炼技术和相关的生产体系提供了一

批新的研究资料。特别指出的是，本简报将田野考古和检测分析的资料一并刊布，在对遗址性

质的研究和判定方面作用甚大，值得推广。

冶金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是实现冶金技术目标的载体，也是资源、科学技术、社会

生产、技术传播、人群移动、社会组织的反映，系统性开展冶金生产设施的研究，对于深化冶金

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陶范的制作是商周青铜器生产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然而以往研究

多关注陶范的制作材料、烧成温度、纹饰和组合方式等问题，对于陶范的生产设施研究不多，

以致无法准确判定陶范的烘烤方式。 《"烘范窑"与"预热设施"辨》一文对晚商至汉代冶铸遗址

出土的各类与陶范制作有关的高温遗存进行了系统梳理，规范了"烘范窑"和"预热设施"的概

念，并对陶范的烘烤方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指出"烘范窑的形态，在春秋中期前后基本

定型为半倒焰窑，并沿用至汉代。在烘范窑形态确定前，可能经历了从平地堆烧到用升焰窑尝

试的阶段。 "论文针对青铜冶铸环节的一个司空见惯但又未彻底解决的重要现象开展研究，一

方面体现了作者驾驭考古材料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关于冶金考古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惟有对考古材料进行系统梳理与综合研究，积少成多，冶金考古才能有更好的发

展。

江汉平原是商周时期南北方文化交流和青铜资源流通的重要中转地。 长江中游地区自新

时代晚期开始，到夏商周三代时期，这一地区玉石器、青铜器及铁器的生产及使用，既表现出

与整个中国文明进程的一致性，又有自身的区域性特点。 文献记载及青铜器铭文“金道锡行”

等也充分证明该地区铸铜资源的开发对于周边区域尤其是中原青铜手工业的重要性 。 近年

来，长江中游地区的冶金考古研究积累了大量数据，但作为核心地区之一的江汉平原西部，各

时段的检测分析实例仍然较为缺乏。西周中晚期，随着楚国的兴起，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文明

的互动逐渐频繁，在礼乐制度向南扩展的过程中，金属矿产资源也在向北转输，而江汉平原是

这一双向交流的关键。 《钟祥黄土坡墓地出土春秋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

黄土坡墓地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测定，初步揭示出春秋中期晚段楚系青铜

器发展成熟时的资源和技术面貌。文章指出，江汉平原西部地区作为巴蜀、百越和中原之间的

交通孔道，起到了锡、铅等金属向长江中游以外地区传输的枢纽作用。 春秋中晚期，黄土坡及

岳山等地青铜器的含锡量相对较高，反映出金属资源较为充裕，所用铅料也与汉淮及中原等

广大地区较为一致，能够反映本阶段楚系青铜器资源与技术特征。 春秋中期楚国不仅在中原

和淮泗地区竭力扩张势力，也在相对边远的湖南和鄂东南地区开疆拓土，这一时期的金属器

的检测和矿冶考古研究， 对认识长江中游金属资源的开发与物料通路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在更早阶段楚文化的探索中，贵重物产的开发、控制与流通应当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通过金属物料的研究来反映楚人对资源的控制与传输，判断特定地区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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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推断楚文化核心区域的所在，不失为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

浙江地区先秦青铜器研究特别是制作技术研究较为薄弱，加强浙江冶金考古研究对于揭

示青铜冶铸技术的区域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商周时期的越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墩遗

存、居住址、越国贵族墓及帝王陵墓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关于青铜器及制作工艺的研究较少，

并存在较多空白。 《宁波镇海鱼山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一文利用金相组织观察、合

金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等方法，对宁波地区出土先秦金属器进行了检测分析。 结果

显示 ，鱼山遗址出土器物多为工具等实用器 ，铜器材质以铜锡 （铅 ）合金为主 ，合金化程度较

高；成型工艺以铸造为主，部分器物可能经历过铸后加工。 从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来看，该

地区与春晚战早的中原及汉淮地区在金属资源上具有广泛的共性，正体现了越地同周边的密

切交流，反映出该阶段金属器物复杂的生产和流通背景。而在春秋晚期以前，长江下游地区的

金属器多有较为稳定的本地铅料来源，与中原和长江中游的铜器存在差异。 这是铅同位素比

值研究方法在浙江先秦青铜器研究中取得的重要结果，充分说明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李学

勤先生曾指出 :“长江下游的青铜器在商代受到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西周以后逐渐创造自己

独特的传统，并与长江中游渐行接近。到春秋末年比较统一的南方系的青铜器形式，可以说已

经形成了。 ”因此，关于浙江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分析工作和研究成果。

铁是国家控制的重要资源，岭南地区铁器化进程对于研究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与周

边地区的交流问题意义重大。 两周时期，中原地区在块炼铁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生铁冶炼技

术，逐步形成了利用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并向周边广泛传播，推动了各地农业、手工业及军事

的铁器化进程。 相对于中原其他周边地区， 以往关于岭南地区铁器化进程研究非常不充分。

《汉代岭南铁器的传播与运输方式初探：以墓葬随葬铁器的空间分析为视角》一文首先介绍了

以墓葬出土铁器来研究不同运输模式的方法 ，即 1）同一个区域内不同级别墓葬中随葬金属

品的比例，可能反映不同的传播和运输条件；2）依据商业交易的情况，商品运输情况可分为强

干弱枝式、行政主导整合式和高度整合式三种模式；3）依据地理环境，岭南与北方（或者岭北）

铁器流通的主要路线为翻越南岭山脉的若干关口或隘口， 以陆路或者河道进行运输或传播。

然后对系统收集的岭南地区铁器资料进行类型、种类与空间分布情况分析。最后，对比铜镜在

墓葬中的分布情况，根据交通路线开展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汉代岭南地区墓葬铁器的随葬比

例西高东低，推测越城岭-灵渠-漓水-西江路线很可能是主要的传输运送路线，但在西汉中

晚期到东汉时期岭北与岭南与大宗商品相关的交通运输可能还尚欠发达，并受各种因素影响

较大，特别是对铁器的控制应远较铜镜等日常用具更加严格。尽管有一定收获，但要解决铁器

的生产与流通问题，需铁器的考古背景、制作工艺和相关冶炼遗址进行综合分析，这应在将来

的工作中予以加强。

（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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